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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凸显:论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
张 乐 林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摘 要:处在中西文明碰撞、新旧文化交融关节点上出现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是1920年代武侠小说

的扛鼎之作,无论从其思想内容折射出的现代微光、对传统武侠元素的现代释义,还是从其艺术观念的现代革

新等方面看,都充分显示了它在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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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现代性在社会生活各领域显山露水,催生了“新”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中西文明碰撞、新
旧文化交融关节点上出现的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必然会融入这一现代性潮流之中,其上承下

启之功,使之成为现代武侠小说1920年代的巅峰之作。本文从其思想内容、传统元素、艺术观念三个方

面出发,旨在阐明《近代侠义英雄传》在武侠小说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从“消解”到“重构”———思想内容折射的现代微光

(一)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演进

武侠小说从起源到成熟,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元素始终控制着它的思想命脉,即儒家节操、墨家行为、
道佛人格个性。明代以来,儒家文化的“忠义”观念及其矛盾冲突贯穿传统武侠小说始终,从《水浒传》的
“忠君孝悌”到《三侠五义》的“为王前驱”,始终将“侠义英雄”与“君主帝王”捆绑销售。而到了平江不肖

生这里,英雄与君主、侠义与清官的关系才有了新的阐释,才基本挣断了“侠义与公案的孪生子”的传统

锁链,挑起了现代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大梁。
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传统的君臣关系已不复存在,英雄的传奇故事不再是清官带领下的“王朝

马汉”各显神通的集体狂欢。书中对英雄壮举的筛选从目的到意义都已跳出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窠臼。
如果说侠义公案小说的英雄传奇多是为忠君孝悌观念服务,从而使小说具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那
么,《近代侠义英雄传》则是在动荡的历史背景和江湖背景衬托下,显示了侠士英雄们振兴武术、扬我国

威的英雄气概。这种文化品格已截然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们:后者的人生价值始终和狭隘的

忠孝仁义相结合,和特定的封建统治者联手,最终只能是“一姓之家奴”;与之相比,《近代侠义英雄传》以
霍元甲为代表的“侠义英雄”们的人生内涵,具体指向了国家和人民,使儒家的济世精神有了新的内容,
超越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樊篱。

从更深的层面来讲,这也反映了侠的自我精神内核的转向,传统武侠小说中侠的终极追求是求取功

名、封妻荫子,是一种狭隘的“小我”世界观;而《近代侠义英雄传》中这种狭隘的自我观被同化进入民族

家国的“大我”中。正如小说中的擂台已不是个人比武、求取功名的阵地,而是国民团结、共抗外敌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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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霍元甲的武术成就不仅是个人的成就,乃是整个中华武术的结晶,所谓人人强则国强,最终精武体育

会的建立与武术热的兴起、国民强身健体努力摆脱“东亚病夫”的事实,无一不昭示了个人主体与社会群

体的关系在双向互动中求得的统一。从这一理想的角度,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性意识。
武侠小说中自古不乏和尚道士,佛教的轮回、报应、因果、赎罪、皈依等思想,道家的鬼符画咒、剑气

合一、神仙法术、宝物毒药等,历来都是武侠小说的基本元素。《近代侠义英雄传》虽对佛道着墨不多,但
几个出场的道人,言语之间参禅论道,字字珠玑。如第56回陈乐天对“快乐之道”的阐释,显示着智慧的

锋芒,已经超脱了世俗对快乐的认识,达到了形而上的哲思境界,体现了对生命意识的现代思考。
(二)对江湖乌托邦性质的超越与反抗

谈论武侠小说,必然离不开江湖,江湖不仅是武侠人物的活动场景,也是武侠心态的文化表现。在

武侠小说中,“江湖”是一个虚构的正反乌托邦合体,既代表与昏暗现实、朝廷庙堂、法律伦理、经济实体

相对立的快意恩仇的自由乌托邦,又折射了充满杀意诡计的险恶现实空间以及官场阴暗、是非颠倒、黑
白不分的负面历史场景。在这样的二重奏的“江湖”上行走的侠客豪杰,具有在虚幻江湖中狂欢和在现

实江湖中救赎的双重身份。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以“三侠五义”和“开封府”、“水泊梁山”为代表的传统武侠里的江湖就明显地呈

现出正反乌托邦二元对立的理想色彩。而在《近代侠义英雄传》这里,新的异质因素如国家、民族、中西

观念、中日关系等的加入,超越了传统武侠对江湖二元对立的简化,使得江湖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在后来

的武侠小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拓宽了对江湖的书写,赋予江湖更深刻的现代内涵。从另一层面看,在
传统武侠那里,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代表的快意恩仇的狂欢基调,增强了《水浒传》的救赎意味;而
在《近代侠义英雄传》里,王五和霍元甲都是可以在狂欢乌托邦的江湖中叱咤风云、逞情使性的英雄好

汉,然而却在异质因素构成的反乌托邦江湖中命丧黄泉,从而失去了救赎的资本和意义。狂欢与救赎的

同构关系发生了错位,彰显了小说的悲剧意识,也使得小说由此获得现代性的色彩。
(三)对国人“嗜血性”表述的转变与减弱

“杀戮”是武侠小说最常见的基本元素之一,无论是瞒天过海的江洋大盗的烧杀淫乐,还是穷凶极恶

的变态狂魔的肆意屠杀,或侠义英雄、正义之士的快意恩仇,无不使武侠小说与血腥、暴力紧紧结合,这
也是众多评论家历来诟病武侠小说的关键所在。虽说如此,“杀戮”现象带来的阅读快感,或可说是国民

对嗜血性从根本上的认同,依然在武侠小说中传承流转。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国民充当麻木看客的劣

根性顽疾,在“杀人”和“被杀”的游戏中拍手称快;另一方面也因为“杀戮”是最能体现正义和邪恶较量的

基本条件,失去了它,武侠小说就在某一程度上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当然,随着现代文明进程,这一

“杀戮”已经由血淋淋的以暴制暴以及将敌对者置于死地为最终目的,演变为抽象的点到为止并以武德

境界的高低论成败、论英雄的哲学层面。具体到《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书中各路英雄豪杰的交锋与较

量,更多地体现为在拳脚武艺上一较高下而败者甘拜下风甚至拜师学艺的和谐氛围,很少有直接的杀人

场面描写。各路英雄对武术的理解,已不仅仅是为了逞勇泄愤或者报仇雪恨,更多地是对武术本身的挚

爱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因此,他们面对挑战者,更多地是以宽容的姿态和以武会友的心理来接受,体现

了对武术本身的尊敬和对武德的崇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侠义英雄传》巧妙地转变了国人“嗜血

性”的取向,不仅满足了看客的心理,并且使得看客也获得了对武术、武学更深刻的理解。
(四)科学意识和进步价值观的现代构建

《近代侠义英雄传》是第一部反映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武侠小说。在国贫民弱的近代,能够将武术

放在中外文明对接中描述,并且避免了盲目自夸和刻意仇视,将“爱国”和“学外”交融一体的作家,可谓

少之又少。平江不肖生“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武化’侵略持坚决抗击的态度,但对于建立在实证科

学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包括医学、体育、技击方面的科学成就,则予以充分肯定:‘反帝’而不‘排外’,肯
定‘西学’而不‘媚外’”[1]。当然,“武侠中的科学,主要是作为一种因素的渗入”,“对于科学主义之智慧

的追求,使人物可以超越狭隘的视野和见识,在更广大、更崇高之处来思想和行动”[2],书中通过霍元甲

等一批侠义之士对中外文明的态度来进行体现。如黄石屏对中医针灸和穴位的科学分析以及与德国医



学家的交流,秦鹤岐对外旺内伤之症主张内外兼修的科学态度,霍元甲、农劲荪与外国大力士的较技、交
锋,彭庶白对日本柔道的科学方法的肯定,德国和日本学者的敬业精神,西医的科学之处,以及日本武术

对中国掼跤武术的超越和发展等,不仅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超越实证科学之处,同时

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它在西方列强入侵下的危机,以及提倡科学教育的紧迫性。
更为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平江不肖生对传统拳术的批判是有意识的,书中借胡大鹏之口明确提出

拳术口手相传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学性,批判了狭隘的功利主义拳术观。“科学主义使武侠的敬业精神找

到正确的道路,成为小说以及人物智慧升华的武器”[2],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在现代兵器发达的时代,必
须重审习武的目的,不是称霸一方,争论高下,而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将之纳入人类文明的发展

进程中,从根本上提升作为人的进化的功用。此外,法律意识的凸显,也是其思想现代性的一个方面,通
过霍元甲与英国奥比音比武合同的签订过程,有力地彰显了法律在中外文明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

中国人法律意识有待提高的必要性。同时,平江不肖生还对义和团落后狭隘的民族仇视心理进行了批

判,锋芒指向虚假的爱国主义,并对其刀枪不入的神功进行了戏谑和嘲弄,增加了批判的深度和力度。

二、从“旧侠”到“新侠”———传统武侠元素的现代释义

(一)“善”与“恶”的现代判立

传统武侠大多可纳入“扬善除恶”主题模式之中,善恶对立冲突的先验设定与展演,是传统侠客崇拜

的中心内容。但同样是“扬善除恶”,彼此的精神指向却大有区别。清代侠义小说把立足点移向了朝廷,
侠客如黄天霸、展昭之类的侠举,总是与官府所赐相连。民国作家受民主观念影响,将价值取向从朝廷

下移至江湖,“这样做不只是撇开了一个清官来‘总领一切豪俊’,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侠客做人济世的尊

严、责任以及武侠小说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精神本质”[3]。《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不无这样的侠客,回归

普通人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心理,尤其是小说前半部,众多侠义人物的壮举都不能用传统的善恶观进

行评判,也不仅仅局限于为民请命即为英雄、打家劫舍即为恶人的二元对立标准。书中多数出场的英雄

其实并不见得有为国为民的豪言壮举,而多为身怀绝技的武艺所倾倒,拥有一招一式的绝世武功就可成

为大侠,善恶对立的界限在此已经模糊化,颇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开放求学心态,这无疑拓宽了“侠”
的传统概念和“英雄”的狭隘定义。不再用除恶的壮举标榜善,也不再仅仅从善意的壮举中推选英雄,英
雄也会意气杀人,豪杰亦有作恶之处,窃贼还可改邪归正,大盗仍可拔刀相助,正如罗大鹤仇杀金光祖、
陈志远作弄吴振楚、赵玉堂收山谋正业、胡九惩恶显仁义等情节,甚至如赵玉堂、陈广泰、胡九等虽都以

盗窃为生,但依然不失侠义风范,都显示了善恶道德的相对性和人性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小说也对传统以相貌特征标榜英雄的类型化手法有所突破,超越了正人君子必是相貌堂

堂、铁骨铮铮,坏人恶棍总是青面獠牙、贼眉鼠目的简单划分,批判了善恶直接显示在相貌特征上的脸谱

化、概念化描写。如陈乐天,在书中是黑麻脸、瓜皮帽、腌臜样,典型的乞丐行头,但“不但不厌他腌臜,反
觉得他这般本领的人,越是腌臜,越显得他不是寻常之辈”,这很可能为后来新武侠小说中丐帮的描写提

供了原型。这种对侠义英雄种类的拓展,不但丰富了英雄的类型,而且使得英雄形象从可望而不可即的

神坛落下,成为身边随处可见的邻家大叔或无名小卒。从更深层次来理解,这反映了平江不肖生的平民

观念,亦即侠义英雄可能随处可见、能人奇技也许无处不在的现代意识。
(二)“武”与“侠”的复杂演绎

“侠”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几千年来,从唐传奇的“豪侠”到后现代“玄幻小说”的“玄侠”,侠的

文化观念和精神内涵不断深化变迁,影响所及,形成了社会上崇侠尚武的文化性格,甚至成为华人心理

积淀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在1920年代之前,“激进‘武侠’理想的强烈政治功利化倾向,使侠

文学的‘心理需求’与‘乌托邦冲动’功能被大大削弱,失去了应有的韵味和情趣。尽管‘武侠’观念名动

当世,创作却乏善可陈。武侠小说作为一个自足的文类系统,直到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出现,才可以算

作真正的开始”[4],所以,《近代侠义英雄传》在侠观念的更迭转换之间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这首先体

现在因观念不同导致的叙事策略的不同,传统武侠小说多强调抵抗侵略、复仇,塑造舍生取义、替天行道



的道德观念英雄,而《近代侠义英雄传》叙事的重点却在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民族兴亡与谈武论道

之间回旋。反映在小说中就既有以张乐天、胡大鹏等为代表的为武而生、自由漂泊只为寻找真正的武术

高人的侠客,也有以王五、霍元甲等为了民族大义而超越个人生死的侠客,在这里已不是狭隘的“忠君报

国”观念的再现,而是在现代精神观照下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小说还阐释了武学中

浸润着的文化精神,“作者并不满足于‘武艺’表层的描述,而是从‘道’与‘艺’、‘武与德’的辩证关系入

手,深入揭示了作为武艺内核的深层文化内涵。并且把武艺提升到文化层次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加以

表现和阐释”[1]。这里的“武”,已不是匹夫之勇的简单重复,而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现代表达。这

里的“侠”,也不是惩奸除恶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不计前嫌化解恩怨,融小我于大我,融私利复仇于民族

大义的集体意识和家国观念的体现。昔日狭隘的正邪之争、武断的扬善惩恶、盲目的意气争斗,不再制

约着侠客对武道的追求和对生命意义的超越。这里已经萌发了对“道”本体的追索,开始了对真正“武”
的精神的重新审视。这些都体现了平江不肖生对侠客的精神世界和个体价值的发现与尊重。

平江不肖生也成功地把哲理糅进武功技艺的描写中,读者可以欣赏到人类智慧的力量,也因深化了

武功描写的审美内涵而真正打破了旧体朴刀赶棒小说及侠义公案小说的武功描写程式。写武功,不再

一味求细求实、侧重一招一式,而是更注重对阵双方招式的虚幻描写,或者刻意运用虚幻动作来替代实

际打斗动作的描写,给了读者巨大的审美体验空间。从“形”到“意”,从程式化的描写转向想象性的增

加,体现了武侠小说过渡期所具有的现代性演变特征。同时,武功的描写已不仅仅局限于对外在武术技

击的日益精湛追求,而是转向了对内功的重视,这种内外兼修的内盛则外旺的新认识,在洋溢着科学规

律的同时,显示了人们对自我身体的更深层次理解。如彭庶白论及习武者内外力量须均衡实用时说:
“多少吨的军舰,只能安设多少口径的炮,若是船小炮大,一炮开出去,没打着敌人的船,自己的船已被震

坏了。”正是告诫习武者要量力而行,外家功夫须与内力的承受相结合,才能迸发无穷的力量。这是其后

新派武侠武功描写走向哲学化的前提和准备,寓理于武,以武喻人,这是走出传统规范后武功描写的总

体特征与崭新品格,它使得武学技艺重新获得了诱人的风姿奇彩,构成了新的形态。
(三)对“礼”的现代呈示与“众生平等”的人性关怀

《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对“礼”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婚恋观和女性观方面。书中较少涉及爱情描写,而
在仅有的两段婚姻描写上,作者寄予了平等开放的自由婚恋观,在余伯华与卜妲丽的婚姻关系中,一个

秉承“婚姻大事,须得由自己做主,有家长代办的最不妥当”的新式婚姻观,一个“登了一条中国从来没有

的征婚广告”,开了现代社会个人谋取婚姻幸福的新途径,两人中西结合,其进步与开放的程度堪与当代

社会相提并论。在张同璧与屈蠖斋的结合中,两人并不是因为家境相合或倾慕对方的美貌金钱等外在

的婚姻因素,而是出于性格的接近而恋爱,这由共同的爱好习性、品德行为基础组建的爱情,无疑更接近

于今天我们提倡的平等自由婚恋观。《近代侠义英雄传》刻意描写的女英雄很少,主要是凤阳女子、黄辟

非和胡丽珠三人,她们习武,不为男性而为国家、为爱好、为自由、为争取男女平等、为自身生命的追求。
虽然对女侠客着墨不多,但已有了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蛛丝马迹,女性已经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敢

于向男权父权挑战,尽管这还只是萌芽,但为后来新派武侠中男女平等观念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近代侠义英雄传》对“人”的生命的珍视,也是其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进步之处,与传统武侠崇尚

“杀戮”相反,书中处处洋溢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英雄死亡的悼念之情。如谭嗣同死后王五痛哭三天三

夜的感人场面,摩霸输了赌约自杀身亡后李震东痛悔万分的哀伤情景,罗大鹤与金光祖死后王五惋惜并

厚葬二人的义举等,这里不是恩将仇报、快意江湖的肆意演绎,不是对暴力和血腥的拼凑,而是体现着深

刻的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作者强烈的人文情怀。小说中有很多比武场景,胜出的英雄侠客都能以悲悯

宽容之心对待败北者,武功较量更是点到为止,黄石屏不愿为德国院长做点穴实验,胡九为作恶者求情

等,都体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作者更是借助黄石屏教育女儿黄辟非的话说:“他们虽是当挑夫的人,性
命是一样的紧要。”道出了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显示了作者尊重人性、期盼平等的人道主义情怀,应该

说这是与“五四”发现人、尊重人的新文化路向一脉相承的。
总体来说,构成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各种母题与元素,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都被打上了现代性



的烙印,其在过渡时期体现出来的新观念,使得小说的内涵变得丰富和生动起来,获得了更大的可阐释

空间,为后来者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三、从“压抑”到“自由”———艺术观念的现代革新

(一)娱乐性的多维度拓展

娱乐性是武侠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从传统武侠小说道德说教中挣脱出来的娱乐性,才使得现

代武侠小说获得了新的定位,为后来新派武侠小说空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近代侠义英雄传》开始尝

试将戏谑游戏的元素注入小说,为被道德重担压得气喘吁吁的传统武侠小说找到了如释重负的理由,促
使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娱乐元素由禁忌走向自由,由压抑走向开放。

《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娱乐性,首先表现在大量外国元素的涌现,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审美性,几
个大力士的出场,卜妲丽的西式婚恋观,德国院长讲述的医学轶事,秋野对日本文化的介绍等,不仅满足

了读者的好奇心,提供了解国外生活的窗口,更体现了作者对中外文明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当然,小
说的娱乐性不仅是异质元素的增加,更是由于小说本身的语言描写和游戏场景的加入,全书叙事语言轻

松明快,取得了良好的幽默效果,使得读者在各位英雄侠客的传奇故事间游走,感觉不到丝毫沉闷和肃

杀,更多的是愉悦和轻松。陈乐天对寄住旅店的饭食的作弄,显法术纸人扛剪刀的离奇细节,龙在田夜

偷张文达衣被的搞笑,都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心一笑。此外,娱乐因素的增加也体现在对武林风俗

的描写上。“《近代侠义英雄传》就谈到当时江湖上公认的行规‘过堂’和‘驮黄包袱’:前者是一种先准备

好了后事的不死不休的决斗,其间又有种种讲究;后者从江湖俗谚‘黄包袱上了背,打死了不流泪’说起,
是武林中显示自己有本事的一种方式。”[5]这里的民俗描写,虽然只是星星点点的碎片,但足以在武侠小

说娱乐性的发展历程中留下印记。
(二)从“扁平人物”到“圆形人物”的逐渐推演

福斯特曾将小说人物分为“扁平”与“圆形”两类,《近代侠义英雄传》处在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手法和

人物塑造有待提高的时代,其小说人物由扁平向圆形的过渡,由平面化向丰满和立体的转变,有着进步

的意义。小说中出现的60多个人物中,塑造得最成功的是霍元甲,但这个主角并不是一出场就具备了

担当民族大义的英雄素质,出场就定型的脸谱化手法被性格逐渐发展的多元化手法所代替。少年时的

霍元甲是作为被欺负的对象出场的,身材弱小不宜习武,自学过程中也有年少气盛的缺点,尤其是在后

半部书与奥比音签约比赛的描写中,作者不仅写出了霍元甲的爱国大义,也凸显了他急躁、细节考虑欠

妥等性格缺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一再提到霍元甲对待钱财的态度等细节,传统武侠小说对侠客

的描写多是仗义疏财的,爱财则构成反英雄的显著标志,所以很少有武侠小说把经济问题放到侠客英雄

的面前,对金钱的逃避应该说是传统武侠的一个软肋,这里虽有类型小说特点要求的某种合理性,但也

使得武侠小说显得脱离现实而被人诟病。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作者数次提到霍元甲因为设擂台比

武没有获得应有的收入而产生的担忧,这固然与霍元甲当时的实际处境和其商人身份有关,但也正是其

重财性格这一侧面,恰恰消解了霍元甲高不可攀的民族英雄形象,使他的形象从扁平变得复杂、真实,显
得可亲可敬。当然,霍元甲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农劲荪角色的设置密不可分,他是侠义公案小说中清官

身边军师的变形,正是这个参照角色的出现,突出了霍元甲主角性格的丰富性。农劲荪的沉着冷静、善
于演说、精明能干、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包容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衬了霍元甲的急躁狭隘、意气用事、
维护面子、轻信他人等性格缺陷,从而使得霍元甲这一人物具备了复杂的内涵,拓宽了传统武侠对人性

描写的范围,深化了对人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三)说书痕迹的减弱与白话语言的蜕变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必然会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模
式化既是它的致命弱点,也是它经久不衰获得持久生命力的不二法门。虽然“原侠+善”、“原侠+恶”的
结构模式无法最终打破,但在叙事模式和形式创新上的尝试,却从来没有被武侠小说家们放弃过。

《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出现,正处在中国现代文学文体改革最重要的时期,社会生活众多方面的变



革,都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文体的表现力。如果“把小说形式研究与文化背景研究结合起来,小说叙事模

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

表现”[6];当然,反过来说,社会变迁也必然制约和影响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而武侠小说独特的生产和

运作机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特性等,都决定了它必然要受到比新文学更为严格的制约,其蜕变和发

展更为艰难和不易。具体到《近代侠义英雄传》,则因为大众传媒的出现,开始了自己的商业化道路,因
此,为了刊物连载需要和适应读者的阅读心理,小说只能采取适当的有限度的革新:虽然保留了章回结

构框架,但消解了说书痕迹,淡化了说书人的存在;虽然仍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但第一人称叙事也已

萌芽;虽仍使用顺叙的连贯叙事,但倒叙、设置悬念、时空跳跃、交叉叙述等也造成了某些陌生化的效果;
结构虽然仍脱不出串珠式结构,但已有了贯穿全书的主人公。这种文体的革新虽然很有限,但也的确反

映了作者勇于探索的努力。
如果说读者在《水浒传》、《三侠五义》的阅读中仍感到半文半白的不通畅,那么在《近代侠义英雄传》

中则尽可享受纯粹现代白话文的阅读快感。语言生动灵活且能因人而异从而富于个性化,霍元甲的浅

显、农劲荪的缜密、张文达的粗鲁、德国医院院长的高深、张乐天的精辟等,都各具特色。应该说作者既

借鉴了西方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优长,又发扬了传统语言的雅致,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语言风格。
(四)现代传媒批量快速的娱乐复制

武侠小说的勃兴和通俗文学的发展,与现代传媒之间构成了比其他文学样式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

关系,武侠小说的通俗性和娱乐性是现代传媒进行商业运作的卖点,而快速的娱乐复制和巨大的商业利

益又构成了作家的写作动机。这是一个双向互利、合作共赢的运作行为,再加上读者对快餐文化的心理

需求和时局动荡、都市勃兴带来的对通俗文学娱乐性的需要,都形成了一个高速运转的武侠小说的生成

循环链。可以说,现代传媒在武侠小说传播中的出现,是武侠小说现代性演变的重要标志。
《三侠五义》等传统武侠小说虽然也利用媒体资源,但大多还是依赖说书形式在街头巷尾口头传播,

到了《近代侠义英雄传》的时期,由于报刊化和商品化的影响,小说有了更大的传播舞台,由此引发了中

国现代文坛第一波“武侠热”。小说商业化的成功,还带来了作品的横向移植,如此后以小说中主要人物

为题材的影片陆续搬上银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上蜂拥而起的“武侠风”,这也正是传统武侠小说在

受众影响上难以望其项背之处。当然,文化市场化商业运作的成功所带来的革命,绝非简单的传播方式

的变革,它波及的范围,它对上至作家创作手法、写作模式、叙事特点,下至读者阅读心理、接受美学机制

等方面的影响,在以后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这一革命性的演变中,《近代侠义英

雄传》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是应该对其给予足够重视的。
处在现代思潮冲击下并与世俗大众审美情趣息息相关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其呈现的现代性虽无

法与“五四”新文学比肩,但无论是在张扬时代精神还是打破传统枷锁方面,都显示了其高于同时期同类

小说的“现代”精神,从而在武侠小说的现代性演变中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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